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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G60科创走廊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技术生态位视角研究G60科创走廊创新绩效问题。采用2012—2021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技术生态位的宽度和重叠度对G60科创走廊各城市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无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与各城市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显著提升创新效率，整体的技术生态位宽度对创新效率提升不利；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空间效应方面，技术生态位宽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研究结论为实施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协同创新、推动长三角创新一体化战略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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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60 S&T Innovation Corridor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lement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G60 S&T Innovation Corrid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niche.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2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direct influence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width and overlap of technological niche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G60 S&T Innovation Corridor by constructing a spatial Du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iche width of unrelated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each city, the niche width of related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overall width of technological niche is unfavorabl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overlap of technological nich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erms of spatial effects, the width of technological nich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and the overlap of technological nich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high-qual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G60 S&T Innovation Corridor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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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自2016年由上海松江区发起，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沪苏湖高铁交通大通道而设，2018年形成包括上海松江、苏州、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合肥、芜湖、宣城等九市区在内的“一廊一核多城”新格局[1]。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长三角地区要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提高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G60科创走廊推动了长三角创新资源集聚和协同创新模式升级[2-3]，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发布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创新成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G60科创走廊创新主体数量和创新强度等指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科创走廊的空间结构与技术创新问题一直备受关注[1,3-4]，学者们对城市内部技术多样化和外部技术邻近性与创新绩效关系展开了系列研究[5-6]，较少从技术生态位视角展开分析。众多学者认为区域创新绩效受益于技术多样化尤其是相关技术的多样化，但Miguelez和Moreno[7]基于欧洲专利数据，发现区域内部无关技术的多样化更容易促进激进创新，实现高质量创新产出；Rocchetta等[8]基于欧盟数据，发现技术邻近性与区域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技术多样化与区域生产率呈现U型关系。在国内研究中，对技术生态位的讨论集中在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组织创新领域，姚艳虹等[5]基于电子信息企业，认为技术生态位对企业二元创新存在不同影响，技术生态位宽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影响为倒U形；李长英和赵忠涛[9]发现相关技术多样化和无关技术多样化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关系均为倒U型。在区域层面，杨博旭等[10]基于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数据，发现技术邻近性和官产学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技术多样化在其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吕爽等[6]基于知识复杂度视角认为本地知识多样化增加了区域技术邻近性，从而促进城市间知识溢出；郑江淮和冉征[11]、郑江淮和戴玮[12]先后分别讨论了技术多样化与技术邻近性的创新效应，并进一步区分了相关技术与无关技术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无论是技术生态位宽度和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组织创新效应，还是技术多样化和技术邻近性的区域创新效应，都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创新地理研究对技术多样化和技术邻近性的讨论通常是分割的，或类似于吕爽等[6]基于知识复杂度视角将二者纳入城市分析中。生态位理论正广泛应用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13]，技术生态位很好地将组织与区域创新，从城市内外部技术结构的静态与动态因素，分析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基于生态位理论，从技术生态位宽度和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分析技术结构变动对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它们的空间效应，一方面可以丰富创新地理研究中技术结构与创新效率关系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对推动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和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协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技术生态位宽度与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G60科创走廊的技术生态位宽度是城市内部多个创新主体不断利用创新要素推动技术组合及其结构变化，最终呈现出一个城市技术涵盖领域丰富程度的静态特征[5,11,14]。彼此之间相关性较弱、壁垒较高的技术会由于多领域范围经济优势，在城市创新主体不断扩展创新领域情况下，很容易提高广泛技术的丰富程度，即增加不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彼此之间拥有共同知识基础和创新链联系密切的小范围技术，整体结构较为稳定，更容易实现围绕核心技术展开丰富多样性创新活动，即提高了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15-16]。
就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而言，在创新资源投入上，创新主体为扩展不相关技术领域而增加研发投入，会挤占原有技术投入，压缩优势技术发展空间，同时增加额外研发成本和技术差异协调成本，导致创新效率低下[9]；从知识溢出看，不相关技术间存在较高技术壁垒，若城市内不相关领域知识过多，导致创新主体技术邻近性较低而阻碍知识溢出，不利于本地创新合作发挥协同效应[16]。另外，有研究表明无关技术的多样化有利于推动激进式创新和避免技术锁定，从技术生命周期来看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技术发展初期[7,11,15]，若在技术成长期各城市过多占有不相关技术资源易削弱关键核心技术创造能力和降低创新效率[17]。
就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而言，存在相关技术的横向多样化和纵向多样化，分别为不同产品同一生产阶段的技术相关性和同一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垂直技术联系[11]。首先，城市内部集聚多样化的横向相关技术资源，有利于发挥知识基础共享的范围经济，较高的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可以优化知识结构组合促进创新主体知识吸收和模仿创新[18]，有助于多个创新主体间技术型人才流动、基础设施共享、知识交流和传播等[14]。其次，城市内部集聚以创新链核心环节为主导的垂直相关多样化技术资源，有利于推动协同创新网络和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19-20]，增强产学研等创新主体连通性[21]，以及中介服务组织的专业化能力[22]，提高多主体协同创新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横向相关技术与纵向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有助于增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能力和提升创新效率[17]。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a：不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会降低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假说1b：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可以提高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2.2 技术生态位重叠度与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G60科创走廊的技术生态位重叠度是城市内外部之间占有创新资源和拥有知识基础或技术经验的相似程度[5-6]，体现了城市内部瞬时流量与外部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特征[12]。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对创新主体的影响包括技术资源占有的竞争效应、技术变迁的创新效应以及跨组织合作的协同创新效应[4-5]，由于知识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23]，城市间创新主体更容易基于技术资源的互补性和兼容性进行知识传播和组织合作[4,10]，实现城市间创新合作的知识溢出及协同创新效率的提升[6]。一方面拥有相近知识基础的城市内部技术结构与外部相似性高，有利于展开跨区域产学研合作，基于相似知识结构促进知识吸收和降低沟通成本，提高产学研等多主体协同创新效率[10,16,18]，形成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加快知识流动性，激发创新创业活力[7,20]，促进区域创新资源整合与创新一体化[24]。另一方面不同城市存在技术比较优势，因而导致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密集度分化，推动城市技术围绕产业链某环节专业化发展[12]，由于产业链技术关联以及产业链空间分离，各创新主体容易形成局部创新集群和进行多个集群互动连成区域创新集群，提高创新链分工效率[19,21,25]。综上，技术生态位重叠度是从内部静态结构走向外部动态合作来推动创新效率提升[26]。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可以提高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2.3 技术生态位、空间效应与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中心—外围模型显示，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区分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但二者仅反映特定时期区域创新活动相对水平[27]。从社会网络分析来看，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处于G60科创走廊核心位置，嘉兴、湖州等城市受其辐射带动明显[1]，可见G60科创走廊内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就技术生态位宽度而言，对创新效率会产生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创新资源占有导致不良竞争，中心城市较高的技术生态位宽度表明其集聚大量多样化的创新资源，虹吸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人才和资金流出降低其创新效率[28]；另一方面不同城市间多样化技术缺少共享知识基础和存在一定技术壁垒，开展本地合作的意愿高于城际合作，难以实现空间上的知识外溢[16]。
就技术生态位重叠度而言，对创新效率会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相似的认知结构是知识技术空间外溢的重要载体[23]，除了基于协同创新网络、产业链协作自主创造知识实现的知识外溢，技术邻近性显著促进的技术转移存在更直接的空间外溢[6]。外围城市不管是作为技术引进的主动方还是技术转移的受让方，流入技术与本地知识基础越匹配就越容易被吸收和转化为生产力[7]；中心城市作为技术转移的转让方，推动了本地技术转型升级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分工优化[27]；中心—外围结构下城市间互动实现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发展和技能节约型技术发展的并存与共促[12]。随着创新发展的深入，创新资源空间集聚下形成的创新集群成为科创走廊创新发展的新载体，围绕创新集群产生的中心—外围结构推动多个中心城市、多个外围城市发生技术互补，打破地理距离限制，加深技术关联和优化技术分工，提高创新效率[25]。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a：技术生态位宽度对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
假说3b：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对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为检验技术生态位对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的影响，考虑到创新成果转化的滞后性和为减少内生性，参考庄毓敏和储青青[14]的做法将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设置基准回归模型（1），模型设定如下：
                                     （1）
式（1）中，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t 年城市 i 创新效率； 为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表示技术生态位，在具体估计过程中包括不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度（）； 为一系列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 为常数项，、，、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量及其待估系数； 为个体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2）空间计量模型。为检验技术生态位对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估计，因其同时考察了空间滞后项和自变量滞后项对因变量的影响[28]。其基本形式如式（2）：
                                （2）
式（2）中， 为因变量，即式（1）中被解释变量， 则为城市 j 的相应数值； 为自变量，即式（1）中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则为城市 j 的相应数值； 为空间权重矩阵，参考余泳泽和刘大勇[29]的做法选用反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反映经济特征的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反映人力资本特征（人力距离权重矩阵）的权重矩阵，具体设定与之相同； 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 分别为自变量的待估系数和空间回归系数；其他与式（1）相同。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G60科创走廊各城市创新效率，是基于DEA—Malmquist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创新范式和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演变，国家创新体系演化为围绕城市带发展的科创走廊，其创新模式也由“三螺旋”转变为“四螺旋”，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研发机构、创新支持配套设施等[2,13]。除知识螺旋视角外，围绕创新价值链的分析认为创新过程包括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主要阶段，涉及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创新主体[29-30]。因此基于“创新四重螺旋——三阶段价值链”将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的分析围绕创新主体展开。投入方面，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环境，包括对教育和科创等的支持，选用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及二者在财政支出的占比衡量政府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科研创新主体，科技人员和研发资金是核心投入，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选取普通高校数、专人教师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衡量该主体创新投入；企业是产品和应用创新主体，有R&D活动的企业是主要创新组织，选取规上工业有R&D活动的企业数及其占比、R&D人员及内部经费支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配套基础设施和中介组织为创新提供基础支持和技术服务，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公路里程、互联网用户数衡量该类投入。产出方面，论文、专利、技术市场成交额、工业新产品销售额、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较全面反映了区域创新产出，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选取科技论文发表数、专利授权量、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作为产出变量，其中鉴于专利授权滞后性专利授权量选用滞后一期数据。此外，为提高数据可比性和DEA比较效率，利用熵权法将投入产出变量拟合为4个代理变量衡量投入和1个代理变量衡量产出，再使用Deap 2.1通过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30]。
（2）解释变量。技术生态位包括技术生态位宽度和技术生态位重叠度，Shannon—Wiener指数和Pianka公式被广泛用来测量二者[5]。对于技术生态位宽度而言，专利技术领域分为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等，部之间存在较高壁垒不易产生知识溢出，而二位数分类与三位数分类技术间相关性逐步提高[15-16]，因此基于Shannon—Wiener指数选用部分类专利分布熵、三位数分类熵值与二位数熵值组间差异分别表示不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和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二者之和表示整体的技术生态位宽度，Pianka公式测度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3）
                                         （4）
                                                                 （5）
                                                  （6）
在以上4个式子中， 为不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 为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 为技术生态位宽度， 为技术生态位重叠度； 为第 t 年城市 i 在部层级 e 类专利占该城市当年专利的比重； 为第 t 年城市 i 在三位数 f 类专利占该城市当年专利的比重； 为第 t 年城市 i 在二位数 g 类专利占该城市当年专利的比重； 为第 t 年除城市 i 以外的区域 k 在二位数 g 类专利占该区域当年专利的比重。 越大，表明城市 i 技术生态位宽度越宽，占有的技术资源越多以及技术多样化水平越高； 越接近1，表明城市 i 技术生态位重叠度越高，与其他区域占有技术资源的相似性越高。
[bookmark: _Hlk147757943]（3）控制变量。参考黄明凤和姚栋梅[28]的研究，选取政府支持（Gov）、基础设施（Fund）、产业结构（Stru）、人力资本（Hum）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政府支持选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比衡量，基础设施选用邮电业务总量与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选用第三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占比衡量，人力资本选用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衡量。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2年G60科创走廊9城市（上海、苏州、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合肥、芜湖、宣城）的数据展开研究，其中测度技术生态位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为专利申请数量；科技论文数据采用国内外检索工具SCI、EI和ISTP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其他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相邻年份均值进行补充。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TFP均值为1.005，表明G60科创走廊运行效率处于改进状态，最小值为0.759，最大值为1.245，说明内部各城市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UNW、RNW的标准差分别为0.077、0.063，不相关技术和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变异较小，各城市技术多样化水平较为稳定；NO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850、0.648、0.966，说明G60科创走廊内部占有技术资源相似度较高，但也存在部分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认知邻近性较低。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VIF值最大为5.129，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代码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被解释变量
	TFP
	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
	90
	1.005
	0.102
	0.759
	1.245
	

	解释变量
	UNW
	不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
	90
	1.835
	0.077
	1.652
	1.966
	2.285

	
	RNW
	相关技术的生态位宽度
	90
	1.307
	0.063
	1.144
	1.411
	2.420

	
	NW
	技术生态位宽度
	90
	3.142
	0.103
	2.871
	3.290
	

	
	NO
	技术生态位重叠度
	90
	0.850
	0.077
	0.648
	0.966
	5.129

	控制变量
	Gov
	政府支持
	90
	0.049
	0.025
	0.003
	0.131
	1.433

	
	Fund
	基础设施
	90
	0.038
	0.027
	0.014
	0.131
	1.681

	
	Stru
	产业结构
	90
	0.507
	0.186
	0.133
	0.791
	1.701

	
	Hum
	人力资本
	90
	0.257
	0.191
	0.022
	0.677
	2.171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3）列解释变量为UNW、RNW和 NO，第（4）-（6）列解释变量为NW和NO。第（1）-（2）、（4）-（5）列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对比结果，Hausman Test显示均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列（1）仅包括城市固定效应，R2为0.366，结果显示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为负，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显著为正，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为正；列（3）进一步纳入时间固定效应，R2为0.581，拟合优度提升，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的影响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为负，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和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为正。同理，列（6）在列（4）的基础上同时纳入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为负，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显著为正。由此，假说1a、假说1b、假说2均得到证实。控制变量中，政府支持和基础设施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影响为负，可能存在过度服务化和人才要素集聚拥挤现象，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FE
	RE
	FE
	FE
	RE
	FE

	UNW/NW
	-0.131
	-0.046
	-0.756***
	0.237
	0.217
	-0.018

	
	(-0.367)
	(-0.181)
	(-3.914)
	(0.836)
	(1.022)
	(-0.135)

	RNW
	0.671*
	0.638**
	0.489*
	
	
	

	
	(1.765)
	(2.035)
	(1.913)
	
	
	

	NO
	0.366
	-0.351
	0.892**
	0.472
	-0.287
	0.725*

	
	(0.891)
	(-0.950)
	(2.467)
	(1.147)
	(-0.792)
	(1.906)

	Gov
	2.387***
	1.449**
	1.151
	2.368***
	1.346**
	1.040**

	
	(3.729)
	(2.432)
	(1.673)
	(3.656)
	(2.237)
	(2.464)

	Fund
	1.093
	0.904
	1.728**
	1.510**
	1.440***
	2.175**

	
	(1.604)
	(1.484)
	(2.685)
	(2.346)
	(2.764)
	(3.042)

	Stru
	0.031
	0.077
	-0.183
	0.288
	0.062
	-0.044

	
	(0.106)
	(0.817)
	(-0.629)
	(1.118)
	(0.704)
	(-0.151)

	Hum
	-0.678*
	0.026
	-0.917*
	-0.536
	-0.032
	-0.694

	
	(-1.726)
	(0.250)
	(-2.038)
	(-1.379)
	(-0.377)
	(-1.623)

	Constant
	0.055
	0.403
	1.124**
	-0.325
	0.423
	0.409

	
	(0.070)
	(0.779)
	(2.910)
	(-0.431)
	(0.850)
	(1.094)

	地区效应
	YES
	NO
	YES
	YES
	NO
	YES

	时间效应
	NO
	NO
	YES
	NO
	NO
	YES

	N/ 个
	90
	90
	90
	90
	90
	90

	R2
	0.366
	0.285
	0.581
	0.341
	0.249
	0.532

	Hausman Test
	18.38**
	
	20.47***
	


注：***、**、*分别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结果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策略：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将由“创新四重螺旋——三阶段价值链”的投入产出指标测算的DEA-Malmquist结果替换为按照黄明凤和姚栋梅[28]的做法，基于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时当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的数据进行测度；第二，替换技术生态位宽度测度方法，按照李长英和赵忠涛[9]的做法基于三位数分类号测算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和基于四位数分类号测算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第三，替换技术生态位重叠度测度方法，按照周锐波等[20]做法基于部层级专利分类号进行测度。表4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为替换被解释变量，列（2）为替换技术生态位宽度，列（3）为替换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列（4）为替换以上变量，结果均表明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不利于创新效率，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存在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替换TFP
	替换NW
	替换NO
	替换全部

	UNW
	-0.735
	-0.545
	-0.895**
	-0.535

	
	(-1.213)
	(-1.715)
	(-3.106)
	(-1.438)

	RNW
	1.080**
	0.507*
	0.786**
	0.512

	
	(2.424)
	(2.130)
	(3.006)
	(0.723)

	NO
	0.616*
	0.806*
	1.673**
	1.983*

	
	(0.793)
	(1.919)
	(2.753)
	(1.3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个
	90
	90
	90
	90

	R2
	0.746
	0.592
	0.574
	0.752



4.3 异质性分析
4.3.1 城市异质性
G60科创走廊9城市存在多方面差异，因此基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将上海、杭州、苏州、合肥划分为高等级城市，其他作为一般等级城市[16]，进行城市异质性检验。表5报告了分城市异质性回归结果。列（1）和列（3）研究对象为高等级城市，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显著为正，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显著为负；列（2）和列（4）研究对象为一般等级城市，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显著为正，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为负，但是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存在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在所有城市中技术资源相似度越高越有利于开展技术合作，从而促进创新效率提升，但高等级城市内部将技术资源进行多样化投资并不利于创新效率提升，一般等级城市推动相关技术发展可促进创新。
表5  分城市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高等级
	一般等级
	高等级
	一般等级

	UNW/NW
	-0.924***
	-1.063
	-1.126***
	-0.472

	
	(-8.066)
	(-1.704)
	(-15.620)
	(-0.561)

	RNW
	-1.223***
	0.986
	
	

	
	(-8.181)
	(1.222)
	
	

	NO
	1.897***
	1.489**
	1.943***
	1.378*

	
	(7.085)
	(3.823)
	(7.643)
	(2.2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个
	40
	50
	40
	50

	R2
	0.749
	0.678
	0.748
	0.593



4.3.2 时间异质性
G60科创走廊建设时间起于2016年，在2018年最终形成9市区格局，因此分析2017年前后G60科创走廊建设效果差异，具体划分为2012—2016年和2017—2021年。表6报告了分时间段异质性回归结果。列（1）和列（3）研究时段为2012—2016年，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显著为正，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显著为负；列（2）和列（4）研究时段为2017—2021年，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影响显著为正，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宽度影响显著为正，不相关技术产生负向影响，相关技术产生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G60科创走廊建设延续了城市间技术合作的优势，改变了技术多样性的影响效力，增加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空间。
表6  分时间段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2016年前
	2017年后
	2016年前
	2017年后

	UNW/NW
	-0.806**
	-0.226
	-0.548**
	1.104

	
	(-2.506)
	(-0.191)
	(-2.311)
	(1.251)

	RNW
	-0.253
	1.361
	
	

	
	(-0.567)
	(1.583)
	
	

	NO
	1.489***
	0.664***
	1.386***
	0.422***

	
	(4.802)
	(1.366)
	(3.756)
	(1.25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个
	45
	45
	45
	45

	R2
	0.593
	0.494
	0.580
	0.444



4.4 空间效应分析
在运行空间杜宾模型之前，第一，对TFP、UNW、RNW、NW、NO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反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人力资本距离权重矩阵下均显示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第二，需要对空间模型选择进行检验，Wald检验、LR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的主效应结果显示技术生态位对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传导效应。表7报告了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基于反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人力资本距离权重矩阵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直接效应下，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技术生态位宽度的影响为负，其中不相关技术的影响显著为负，相关技术的影响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下，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技术生态位宽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点在不相关技术和相关技术上均一致；总效应中，间接效应占主导。以上结果表明，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对G60科创走廊运行效应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技术生态位宽度具有负向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其中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虽然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但是仍会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由此，假说3a、假说3b得到证实。
表7  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1)
	反地理距离
	UNW
	-0.773**
	-2.142
	-3.290***
	-3.232
	-4.063***
	-3.823

	
	
	RNW
	0.560*
	1.699
	-1.727
	-1.549
	-1.167
	-1.068

	
	
	NO
	0.962**
	2.141
	4.573***
	2.636
	5.534***
	3.119

	
	经济距离
	UNW
	-0.841**
	-2.394
	-2.589***
	-3.202
	-3.430***
	-3.935

	
	
	RNW
	0.530
	1.592
	-1.528*
	-1.916
	-0.998
	-1.161

	
	
	NO
	1.187***
	2.674
	3.801***
	2.724
	4.989***
	3.359

	
	人力距离
	UNW
	-0.873**
	-2.544
	-2.504***
	-3.363
	-3.376***
	-4.198

	
	
	RNW
	0.678**
	2.142
	-1.663*
	-1.919
	-0.985
	-1.119

	
	
	NO
	1.265***
	2.923
	3.863***
	2.873
	5.128***
	3.564

	(2)
	反地理距离
	NW
	-0.069
	-0.234
	-2.684**
	-2.175
	-2.754**
	-2.150

	
	
	NO
	0.707
	1.470
	4.870**
	2.167
	5.577**
	2.355

	
	经济距离
	NW
	-0.171
	-0.573
	-2.400***
	-2.603
	-2.571**
	-2.539

	
	
	NO
	0.959**
	2.003
	4.207**
	2.467
	5.165***
	2.738

	
	人力距离
	NW
	-0.092
	-0.316
	-1.950**
	-2.152
	-2.041**
	-2.120

	
	
	NO
	0.957**
	2.008
	3.889**
	2.267
	4.846***
	2.591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从技术生态位视角分析G60科创走廊创新效率问题，得到如下结论：（1）G60科创走廊9城市创新效率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城市间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提升，而城市内部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处于收缩状态，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则处于扩张状态，可见城市内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增加并不能提高创新效率，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与城市间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增加则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2）异质性分析表明，上海、杭州、苏州、合肥4个高等级城市不相关技术和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均处于收缩状态，与其创新效率提升方向相反，嘉兴、湖州、金华、芜湖、宣城5个一般等级城市不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在不断降低，但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在不断提高，并显著提升了其创新效率；自2017年G60科创走廊逐步形成后，9城市创新效率均显著提升，尤其在一般等级城市不断融入高等级城市创新体系情况下，技术生态位宽度的影响由负转正；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创新效应始终显著为正，不存在异质性。（3）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技术生态位宽度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为负，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上海、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技术生态位宽度、重叠度均高于嘉兴、湖州、宣城等外围城市，中心城市由于其具有较高的技术生态位宽度，使其创新资源更具竞争力，同时也不利于外围城市创新发展空间扩展和创新效率提升；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技术生态位重叠度越高，后者融入前者创新体系使其创新效率提升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
5.2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一是优化城市内部技术生态位布局。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高等级城市应重点关注不相关技术和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的收缩状态，鼓励城市内部多样化技术发展，支持跨领域的创新项目，促进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在不同领域的技术交叉与融合，以促进不相关技术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支持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从而扩大其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未来技术生态位宽度，提高创新效率。而嘉兴、湖州、金华、芜湖、宣城等一般等级城市，则应进一步提升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政府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和投资支持，激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加强相关技术的培育和发展，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升其与本地产业基础适配的相关技术生态位宽度，以提高创新效率。
二是加强城市间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在高等级城市与一般等级城市之间，发起并支持跨城市的产业联盟和创新合作平台，促进不同城市之间的战略合作和技术交流，实现产业链优势互补，在联盟中建立共享平台、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为各城市提供更多合作机会和促使企业在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上达成一致，增强技术生态位的交叉和重叠。推动跨城市科技人才流动，通过奖励计划和科研项目合作、设立人才交流项目等，促使优秀人才在城市间分享经验和资源，推动不同城市技术生态位的融合，加强城市之间技术生态位互动，促使城市间技术生态位更好地相互补充和协同发展。
三是重视技术生态位的空间效应。加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技术交流，需更深入关注外围城市的需求与潜力，不仅注重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支持，也要促使外围城市在具体领域上能够为中心城市提供互补性技术。鼓励外围区域与中心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协同关系，提升其在产业链上的附加值及技术水平与竞争力，鼓励产业对接、联合研发项目、技术转移等，推动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并在创新链上形成更紧密的协同网络。鼓励以区域创新集群为载体的多中心、多外围空间发展结构，降低地理空间对创新的限制，共同应对技术挑战，优化创新链空间布局与分工体系，实现多核心网络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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